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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认为，广西的社会经济要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更要实施自治法。

如果说广西的社会经济是鸟身，那么实行开放政策和实施自治法就是鸟的一对翅膀，只有这对翅

膀一起振动，广西的社会经济才能腾飞。 

但现实中也存在实施自治法不力，行使自治权不活的状况。主要问题在于： 

其一，思想上忽视民族特点，否认民族差别的存在。认为少数民族的特点是造出来的、找

出来的，自治地区也是人为造出来的。因此，对自治法的实施和自治权的运用完全忽略，认为是

少数民族的事，不屑一顾。 

其二，权限的划分需要进一步明确。过去在政治上过分强调中央集权，忽视发挥地方的积

极性。在民族问题上就是中央政府的一些职能部门不肯让利放权，不尊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

治权。在实践中，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对上级国家机关不适合的决议、

决定、命令和指示提出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的要求，而上级国家机关往往既不否定也不同意，长

期不作答复，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亦无可奈何。据了解，多年来在民族自治地方几乎从未有过“变

通执行”或“停止执行”的先例。这一重要的自治权也就形同虚设。 

由于宣传教育不够，一些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干部自治意识较差，大多对自治法较生疏。

加之长期“左”倾政策的错误影响，也束缚了少数民族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些干部“唯上”

是从，大小事都要请示，连职权范围内的事也不敢拍板，使自治地方有名无实，自治权成了“聋

子的耳朵—摆设”。 

其三，经济上，少数民族地区大多经济落后，长期要靠中央财政补贴才能平衡收支。背着

这个沉重的“救济”包袱，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很难理直气壮地行使自治权。 

研究者在调查中曾询问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干部，自治权体现在哪些方面？有人回答：有

民族地区补贴，可以生两个小孩，高考时加分（徐杰舜等，1997：25）。这些的确是政府照顾少

数民族政策的一部分，但与行使自治权相距甚远！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

大意。民族政策对民族（族群）关系的影响是直接而重要的，为国家计为民族计，各国的执政党

和政府对此问题都应该充分注意。 

                                （中央高级党校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博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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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对话】 
游走在田野与文本之间 

                    ——Y村调查琐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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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鸿保、姜振华1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北京，100872） 

 

    胡鸿保按：为了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姜振华同学 1999 年 7 月、2000 年 1 月到山东省荷泽市

的 Y 村做了几次实地调查，了解农村在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变迁的时空背景下女性在生育、婚姻等

各个方面的变化，以期透析现代化语境中农村女性自主性的重构与发展。关于这些调查和在此基

础上展开的学位论文写作，我作为指导教师与学生断断续续有过些对话，话题涉及 Y 村的某些细

节、它的人文生态背景、社会调查和研究的有关方法、女性主义、生育等。我们将谈话的部分内

容整理成文，以展示一种人类学文本的打造过程，同时希望有更多学者关注农村实地调查和妇女

研究。 

    关键词：田野调查，山东农村，妇女研究。 

 

胡鸿保（以下简称胡）：你曾和我说起你幼时一度由姥姥带领，就在“Y村”住了几年，村里

如今仍旧有一些你儿时的伙伴。回到自己熟悉的村落去做实地考察自有不少便利，且不说感情上

的亲近，仅从调查的条件来说，在熟悉的社区容易获得翔实可靠的资料便是个不争的事实。 

姜振华（以下简称姜）：的确如此，中国社会学史上就有好几个经典的例子，如费孝通的《江

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以及杨懋春的《中国山东台头村》等等。 

胡：它们是中国人类学家对本土文化研究的有益尝试。我想顺便指出，上面几本著作最初都

是用英文在外国发表的，这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有趣现象。 

姜：在自己熟悉的社区做调查至少具有语言或方言上的优势、易于获得当地人的信任从而能

够较深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中，而且调查者对当地风土人情、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把握也易于对

社会生活做多种模式、多因素的分析。费孝通对江苏吴江开弦弓村所做的开拓性研究就是学者们

耳熟能详的一个实例。费孝通是本地人，再加上他的姐姐与村民的特殊关系，所以调查起来比较

得心应手，“农民朋友们总是有问必答”2。 

胡：另外，读人类学史可以了解到，对调查地点的选择多半具有偶然性。费孝通后来自称进

入江村调查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姜：这种偶然性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在当时的调查条件有限有很大关系，单枪匹马作调查的现

实条件下最好因地制宜，选择自己熟悉的社区，充分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源，有望事半功倍，实现

对人文世界的深层描述和理论观照。 

胡：这也是我让你选择自己家乡作为调查地点的一个重要原因，调查资金、时间等各方面的

限制使你只能深入到一个小范围的社区中，尽量利用现实的条件去接触实际，也可以说是一种无

奈之下的明智选择。上面你说到选点的“偶然性”，这似乎引出一个重要的、无法回避的问题，

即对一个村庄所做的微型研究竟具有多大的代表性，小地方能不能反映大社会？ 

姜：我想所有做社区研究的人都会面对这一问题。正所谓个别中包含着整体，微型研究必然

能够反映中国整体社会的某些具体特征；但是对一个社区的研究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中国社会的

“地方性知识”，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一个无法反驳的事实。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自然也面临着

这一问题，他的目标是想了解整个中国社会，而不仅仅是在某个社区内验证某种理论。费孝通采

用了类型学的方法，来完成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把握，于是在江村以后，便有了对“禄村”、“易村”、

                                                        
1 作者简介 胡鸿保（1948—），男，人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人类学史研究；姜

振华（1975—），女，社会学硕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 
2
 费孝通. 学术自述与反思[M]. 北京：三联书店，199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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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村”等农村社区的调查研究。可见，采取类型学的方法也算是解决小地方与大社会二元对立

矛盾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吧。此外王铭铭也专门著文论述了小地方与大社会的关系。他认为，社区

研究如要包容中国社会的特点，就必须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古代理念与社区现状、传统与现代加

以综合考察，探寻一种既能够表述历史过程又能够展现不同社会—文化力量的交错与互动的文本

模式3。 

我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也一直在考虑“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希望能在自己的分析中包

容更多复杂的因素，以便使调查具有更大的代表性。另一方面，由于我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了解农

村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感受，注重考察女性的主观经验，代表性的问题在这里似乎便显得不是

那么重要。而且在女性研究领域，重视女性日常生活、关注女性个体的境遇、不强调一般正逐渐

成为一种探索的方向。 

胡：你的调查是深入到一个农村社区，那么选择何种适宜的调查研究方法也是一个颇费斟酌

的问题。 

姜：具体而言，方法的选择是与研究对象、分析层次以及研究预设等各个方面密切相关的。

我的调查目的是通过了解农村女性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会文化力量与人之间的互动，来探究女性自

主性的发展，因此我主要采用了参与观察与深入访谈的方法。参与观察法有其方法论上的渊源。

马克斯·韦伯一反过去实证主义的传统,从个人及其行动角度研究社会。他认为只有深入行动的

主观方面理解意义和动机,才能说明行动的原因、过程和结果。H·G·布鲁默强调研究活动本身

是一种互动过程,研究者在研究中应扮演研究对象的角色,通过观察和抽象建立理论和命题,亦即

参与观察法。
4
因此对生命世界的研究，应着重了解人们的所思所想并探索行动者背后的深层的文

化结构及价值理念。所以我认为，若从农村女性的日常生活入手，采取参与观察与深入访谈的方

法应较为理想。 

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女性研究在其实践中也发现定性研究方法很适合于自身的研究，我

的研究采用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的方法便得益于女性主义研究策略的启发。女性主义研究认为，

从启蒙思想开始，西方所有的大型理论虽然都亮出普遍性和性别中立的招牌，但实际上都是以男

性为标准去解读女性。女性的主观经验与价值被淹没在标榜客观、中立的宏大历史话语中。女性

主义认为那些自认为独立而客观的实证主义研究实则是以男性视角、男性经验为中心的，它忽略

了女性的经验和认识。冰冷、空洞的资料背后看不到女性的存在，女性声音的淹没造成了女性在

社会历史中的“缺席”状态。因此女性主义认为非实证主义的方法，如开放式访谈更适宜于女性

主义研究。这些方法偏重于解释，依赖于研究者深入到社会环境之中去，目的在于研究者与研究

对象二者之间的理解。女性主义认为研究者应带着感情去倾听女性的叙述，要善于从她们所处的

特定语境中去理解她们的心声。在访谈和研究中，应以访谈对象为主体，建立访谈者和访谈对象

平等互动的关系。5 

胡：研究方法的采用并无一定之规，不妨把各种方法看作是互相补充的，对它们做绝对的分

割，或一定要分辨孰优孰劣，这种思路不见得可取。 

姜：所以说，切实把握不同的方法所体现的共同的科学精神，针对某一具体问题采取最适用

的方法才是最为可行的。我们不必去用方法来寻求问题，而是该就问题来寻求研究方法，关键还

在于问题解决得怎样。虽然我的调查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但是许多人类

学的观点与方法还是值得借鉴的，譬如说从边缘看主流的观点、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参与观察等

                                                        
3
 王铭铭. 小地方与大社会[J]. 社会学研究，1997，（1）：92。. 

4
 吉明坚. 变迁中的田野作业：作为一种人类反观自身社会与文化的工具[J].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4）：31。 

5
 鲍晓兰. 女性主义和倾听妇女的声音[A]. 徐午主编. 社会性别分析[C].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175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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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胡：至于说到比较的视角以及“人类学的观点”，我想你作为女性在这方面也有天然的优势。 

姜：怎么说呢？ 

胡：笼统说，传统汉人社会的主流文化是男人或男权文化。你身处这传统文脉之中，又吸取

了现代的“平等”思想；作为一名知识女性去基层找妇女访谈，既有身份认同、又有研究者与被

研究者之间的必要的张力，这样一种地位该可以算是优势了吧？另外，费孝通跟后生谈起他与前

妻王同惠一起做田野工作时也表达了类似的感慨，“女性在做人类学考察方面好象比男性更有优

势，她们很容易与人交往”。
6
 

姜：作为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知识女性来说，做性别研究的确有着男性无法比拟的优势。女

性研究者对于女性的生活、女性的处境会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和体会，因而在做性别研究时具有易

于沟通、容易获得信任等优势，这种身份认同能够使女性研究者较少受到男性主导观念的影响，

从而以女性的立场、女性的出发点去发现许多不易为常人所关注的问题。这种研究中的女性视角

和性别敏感性有助于拓宽研究视野，增加分析的力度和深度。 

胡：你在调查中的性别视角会使你更加注重女性的经验和性别关系，这对于只注重男性经验

的传统调查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补充和纠正吧。 

姜：我之所以强调我在调查中所持的性别立场，也是有感于女性在调查者视野中的“缺席”。

田野调查的片面性和对弱势力量的忽视，会导致获取信息的失真和片面，甚至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例如，人们在做田野调查时往往会注重对当地比较有影响的人的调查，在进入一个农村社区时，

往往会向当地的精英和家族族长获取有关当地的社会文化方面的信息，并以此作为权威的东西，

而忽略了对其他人的调查，实际上对当地历史的社会记忆是由不同群体、不同力量和男女两性共

同创造的。与此类似的是，人们往往只注重对男性的调查，而忽视了女性的经验。男女两性对事

物的观察角度以及对于事件的兴趣点常会存在差别，因而对同一事件他们会有不同的感受和不同

的关注点，因此同时关注男女两性的经验，可以获得全面的知识，同时这两种经验又可以相互补

充和验证。 

胡：男性学者进入父系继嗣制社会做研究的学术兴趣与女性学者显然有很多差异。我想他们

忽略了你当前所选取的角度和分析策略，这恰恰表现出你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其实有不少女性学

者已经为纠正“男性偏见”做出了很多努力，美国女人类学家玛杰里• 沃尔夫(Margery Wolf)就是

一个代表。你已经看过她的著作《林家》，我想听听你对她的“林家”研究的感受。 

姜：玛杰里• 沃尔夫在 1958年随其丈夫美国人类学家武雅士（阿瑟• 沃尔夫，Arthur Wolf）

到台湾做田野研究，他们在一林姓人家居住了两年，所以玛杰里• 沃尔夫有机会搜集到关于林家

及林家所在的村庄较为详细而全面的资料。几年之后，当玛杰里重新整理这些资料后撰写了《林

家》这本书，书中独特的女性研究视角使其获得了人们的关注和好评。在玛杰里之前，人类学研

究基本都以男性为主导，其研究旨趣和研究主题也都带有男权文化的痕迹，他们很少真正关注女

性的生存感受和在家庭中的生存模式。而玛杰里凭着女性的敏锐和女性研究者的有利身份将目光

投注到为男性学者所忽略的地方——家庭内的人际关系和权力利益冲突、家庭内女性的作用及其

生活经历。林家是村里的富户，其家庭结构是典型的大家庭结构——由 Lim Chieng-cua 的妻子

儿女和其寡嫂 Lim A-pou的一家组成。与男性学者关注父子关系及其冲突形成鲜明的对比，玛杰

里• 沃尔夫的兴趣点在于母子关系以及婆婆为保持儿子的忠诚而与儿媳展开的竞争。Lim A-pou 

就是这样一位母亲，她在实际上影响着儿子的意志，以此与丈夫弟弟的一家相抗衡。
7
 玛杰里敏

                                                        
6
 费孝通等. 关于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对话[J]. 民族艺术，2001，（1）：15。 
7
 参见 Wolf , Margery. 1968. The House of Lim: A Study of a Chinese Farm Family, New York：Appleton 
Gentury Cro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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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地发现了中国家庭中女性的主体地位和她们对抗父权制家庭的生存模式，这为她今后提出“子

宫家庭”（Uterine Family）的概念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玛杰里还描写了林家不同类型、不

同处境、不同个性的农村女性，揭示出了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中国农村女性的命运与生存状

况，其中她对童养媳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使人们对于中国女性的悲惨处境有了更为感性和深刻的

了解。玛杰里的林家研究显然为人类学的研究增加了社会性别的视角，无庸置疑，她的女性意识、

女性的出发点都对我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促使我运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去研究农村女性，这样我

在研究中就能摒弃一些对女性想当然的观念，从而发现生动鲜活的女性生活经验和被男性经验所

忽视的研究角度。 

胡：玛杰里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自己做田野的体会，其中特别讲了她的台湾林家研究
8
，我

想你不妨找来读读。除了性别的视角外观察的距离也值得重视。日本人类学家末成道男曾经提出

“家乡人类学”的概念，并尝试做这方面的研究，费孝通也在理论上对所谓“进得去”、“出得来”

的问题作了探讨
9
。我想你的实地调查在这方面还是会有不少感受的罢？ 

姜：感受颇多。保持适度的观察距离便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要同时做到“进得去”与“出

得来”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一方面，Y 村是我的家乡，我对那里的风俗人情都比较了解，既没

有语言上的障碍，又能很快获得 Y 村人的信任和理解，所以在“进入”和深入到 Y 村时，我能

够凭借自身所掌握的资源来获取我需要的东西。另一方面，“深度沉浸”又不免使我在调查中搀

杂着许多感情色彩，影响到所获取信息的客观性。我和 Y 村的很多人都有亲戚关系，调查时在感

情上就会有所偏向，同时也难免会牵连到村中人的是是非非中去。所幸的是自己所受的专业训练

时刻提醒我要扮演一个中立者的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我具有双重身份的尴尬处境。 

胡：你作为一名知识女性与农村女性去交谈、打交道，虽然你的女性身份为你们之间的相互

沟通和理解创造了一定的便利，但是你们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知识结构等都有着很大的差异，

这对你的调查来说也是一个障碍。 

姜：的确，在调查中我有一点很深的感触，便是不能对研究对象做想当然的阐释和理解，因

为我毕竟对农村女性的生活无法获得完全的认知与了解，生活经历的不同所造成的隔膜和思想观

念的差异, 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我对当地女性生活理解的偏差。倘若我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和自身

的实践经验出发去理解农村女性，那么她们就会做出各种防护性的反应，向我传送虚假的信息。

例如，有一次我和一位结婚已有半年的女性聊天，当时我已经知道她已怀孕，便问她已有几个月

的身孕，而她却说还没有怀孕。对此，我感到很惊奇，以为自己弄错了。后来才知道她的确已经

怀孕，只是农村女性有时羞于在外人面前提及自己怀孕的事情，所以才谎称没有怀孕。这件小事

让我意识到，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的知识体系有时有着很大的差别，调查过程也是双方的知识冲突、

碰撞和交融的过程。倘若调查者抱着居高临下的态度去理解被调查者，往往会适得其反。所以在

田野调查中尽量排除自己的主观看法，从农村女性自身的角度去了解她们的喜怒哀乐、情感经历

和价值观念。 

胡：可见调查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理解的过程，运用“移情”的方法去了解被调查者是很重要

的。另外在表述时你也应该注意到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互动关系。 

姜：我在调查过程体会到调查者和被调查者之间是互为主客体的关系，调查者在调查过程中

同时也会受到被调查者的观察和揣摩。所以我在田野材料的书写中也注重表现二者之间的互动关

系，“我”作为故事的叙说者，不再隐身于故事的幕后，而是在与被叙说者的互动中展示自己对

                                                        
88 参见 Wolf , Margery. 1990. Chinanotes: Engendering Anthropology, in Roger Sanjek ed. Fieldnote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pp.343-355.  
9 参见 末成道男. 研究东亚的自身社会的人类学[A]. 费孝通. 再谈人的研究在中国[A].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

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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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发现和对女性经历的理解，通过对具体化的事实的分析来达到对研究对象的更深层次的认

识。在对故事的叙说过程中，我试图表现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沟通与交流，展现农村女性的主动

性和潜能，让她们能够表达自己的声音和思想，因此我采用了“多声部”(multi-voices)的叙事策

略，除了我的客位描述和分析之外，也有女性对自己生活经历的主位陈述。 

胡：这样很好。我以为毕竟是“文人”，打造学位论文麽，最后一步总归是靠文本表述的。

只不过我们学科的特点是注重田野，所以你读了前人的文本之后进入自己的田野，然后又回到文

本来与他人对话——不但与国人对话，而且与洋人对话；既与学者交流，也与百姓交流——这才

会取得同行们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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